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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变迁，这是一个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

但是，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全面理解这个过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

演变成了静态的优化理论，它提供的是一个一流的分析框架，可以解释某个时刻

市场或部分经济如何运转；但是它无法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率的市

场是如何演化形成的？经济将以何种方式演变？因此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

于解释经济史显得无能为力。显然，这是其一大缺陷。因为我们要改善经济，就

必须要了解经济是怎样逐渐演变的，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也就是要了解改变

哪些因素可以改善经济。 
 
新的研究方向是从交易成本入手，了解交易成本和它的演变方式，及其它与社会

制度框架的关系和它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经济过程产生摩

擦，它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这显著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

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其交易成本高。这种关系是确凿

的。在世行的资助下，我们测算了 25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并将交易成本相对于
人均收入进行回归计算，结果验证了这种关系。 
 
那么，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呢？交易成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框架。由此引出

的问题便是什么使制度运行良好？什么使制度形成了有效率（即交易成本低）的

市场？我用了很长时间探索经济制度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

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常规；正式规定

与非正式准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

现特征。 
 
但是，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准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

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

步又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这又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即

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谁决定了政治制度如何运行？它与经济的总

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言之，这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

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 
 
此外，还要看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衍生物——社会中的组织。制度、游戏规则、
产权创立后，为组织演化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框架。组织和制度在演变过程中，是

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以求生存的。无论是竞争市场中的公司，还是争夺执政权的



政党，或是大学之间争创一流，都要不断创新改善自己生存的机会。他们所做的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运营系统。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学没有提

出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演变？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什么符合自我利益，并会相应采取行动。如果真

是这样，人类历史早就被改写了。实际上，人们却是在主观地构造世界运行的规

律，并相应采取行动。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回溯到基本的组

成元素的层次上，以此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在社会科学中找不到任何客观结构

能够提炼为所谓的基本命题。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没有什么现实的基点，人们可

以在头脑中构造现实。制度、组织、市场，都是我们头脑的产物。的确，我们构

造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那是通过我们的主观思想形成的。 
 
因而，我们无法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里那样检验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

试验，并得到反馈，看看我们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构造的人类互动。

这个过程大体如下：“现实”——理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
改变了的“现实”。从人心中的某种形式存在的“现实”出发，我们建立了关于

周围世界的理论、模型和理念体系，在用头脑构造出对世界的认识，了解、解释

周围的世界。在此基础上，汇总选择作出决定，并按照我们认为世界运转的方式

建立并实施我们认为能够达到希望的结果的制度框架。这不仅包括关于世界如何

运转的模型，而且还包括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模型。制度是人们构造人类互动的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构造产生出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结构是我们理念的

函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断对偏离的修正。假如过程是各态历经(ergotic)的，
认识就会收敛到真实世界。 
 
前苏联兴衰的例子可以帮助阐释这个认识。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如何运行

和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想用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天堂。他从马克思理

论中得到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历史观，关于产权和技术革

命的作用等问题的观点，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找不到现成的指南。列宁根据

所掌握的辩证历史观的框架和对产权的大致了解向前探索，制定了 1920年代的
新经济政策。在这个政策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重工业，把苏联建设

成工业大国。这就体现了关于要经过怎样过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并

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 
 
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个新经济活动形式的创造。无论是 1917年的列宁，还是在
2002 年寻求发展的中国，都是在遵循解释世界的已有的理论和模型。相对这个
无比复杂的世界，无论是列宁对创建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美国人对发展市场资

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看法，都还极不完善。就像即使中国在过去 15年
中有了如此之多的卓著创举，也是有时对，有时错。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立的体系所得到的反馈应该能够得到修正。前苏联的

的中心问题之一一直是提高农业效率。显然，苏联的农业一直不成功，但却从未

改正过错误。一般而言，不成功总是出于两种原因：一、理论不对。坚信的认识

不对，则建立的模型也不对；二、认识是对的，但是运转社会的人不对。因此，

必须总是关心如何在系统中汇总政治选择，使运转社会的人保持灵活度，并能了



解变迁社会随着时间怎样演变。实际上，前苏联人面前摆着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的现成模型：1970-80 年，占 1%的私有田产量占农业总产量的 20—25%，而占
99%的集体农场产量为剩余的 75%。关键在于怎样学习。当某项政策的反馈表明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就应该进行修正，以便得到想要的结果。 
 
1975年之后，前苏联人知道出了错，因为增长率急剧下降。到 1980年，已经接
近于 0%。然而，尽管他们知道错了，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此时已是积
重难返。1985－1991 年，戈尔巴乔夫想扭转局势，实行政治制度自由化，打破
了原本不太好的经济结构，导致了苏联于 1991年 12月的解体。 
 
所以，“现实”是带引号的，它不像物理、化学有质子、元素那样客观，有的只

是我们头脑中构造的事物、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认识系统的

灵活性，了解其是否有效，并收集证据，相应地修改理论、调整信念、改变分析

的内容。这样做，便是调整制度框架使之有效率。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框架？人们为实现某种目标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

结果不符合初衷，我们就要修改制度，直至制度能够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结果。有

时我们做对了。有时我们由最初的认识不全面，到修改游戏规则，最终使其得到

改善。人类自从新石器时代构造自己的环境以来就一直这样做，而且将一直这样

做下去。西方国家虽然一路坎坷，但是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

稳步扩张，至少在物质方面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人类在其整个发展历史中，

确实走了许多弯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从未彻底地了解我们周围到底

发生了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我们有好的理论，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学家

们总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正确到了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程度。实际并非如此。理论

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过分相信它，会导致错误的政策与决策。 
 
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变。25 年来的信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各
个方面都有改观。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以往任何时候均不可与之比拟的世界。因此，

在向过去的经验学习过程中，更要谨慎地注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以往的经

验。比如，价格理论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工具，它提出了市场运作的基本理念，并

使经济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机会成本、边际分析等经济学中标准的理

论也是如此。但是，要谨慎的运用这些理论，自己知道明天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不

同于今天的世界。必须清楚，未来的世界会非常不同，我们面临如何应对一个前

所未有的世界，而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不可能找到绝对的指南。 
 
附录：诺斯与陈平的讨论记录(2002年 3月 20日) 
 
在接待诺斯教授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提出和讨论了若干问

题。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陈平：我是学物理出身的。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经济学感兴趣？ 
诺斯：我 1938年上大学，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想要拯救世界。 
陈平：Hurwicz 有过一个证明，说科斯定理有效的集合测度为零。你的看法如何？ 
诺斯：Hurwicz是我的好朋友。中国的改革，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西方法制，最



初没有竞争，但有激励机制。Hurwicz 的激励机制的工作十分重要。我要办
世界最好的大学，就要设好的激励机制，建立高标准，就能吸引和选拔人才。

你如果读科斯的《社会成本》，前 5章讨论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往后引入交
易成本，新古典理论就完结了。 

陈平：记得你研究出一条经验曲线，社会的交易成本随经济发展而增加？ 
诺斯：我研究美国 1870 到 1970 的社会交易成本，平均约占 GDP的 15%。但到

1970 增加到 45%。一般趋势是每项交易的交易成本比例有所下降，到由于交
易规模扩大，所以总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我的文章大约发表在 1987年NBER 
的一本文集中。[陈平注：交易成本的正确估计数据约为 GDP 的 25%(1870)
和 50%(1970); 见 J.J.Wallis and D.C.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L.Engerman and R.E.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pp.95-16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6).] 

陈平：是否有人研究过劳动分工的发展史上，社会交易成本的增长方式是台阶式

还是指数式？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有无发展的阈值？ 
诺斯：这是很好的问题，可惜没有人做。 
陈平：你的讲演中提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断对偏离的修正。假如过程是各

态历经的，认识就会收敛到真实世界。你的问题也是统计物理的基本问题。

平衡态统计物理假设运动是各态历经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发现非线性相互

作用下不是各态历经的。所以认识过程可能比你的猜测还要复杂和难以预测。 
诺斯：这方面你是专家。 
陈平：我们用生态学和复杂科学的办法，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化。李约瑟曾问为何

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我们的发现是中国的资源限制和环境涨落，

限制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鼓励自给自足。 
诺斯：这很有趣。芝加哥学派把经济学用到社会学等各个领域，我们以为交叉边

缘学科才是新的生长点。例如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我们和实验经济
学家，人类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脑科学家合作，研究规范是如何起源的。

我们设计的“最后通牒”实验*，选择全世界二十多个文化进行，得到非常有
趣的结果。 

陈平：我十几年前就接触实验经济学，它对经济理论的挑战令人鼓舞。可惜中国

没有一所大学研究实验经济学，普遍宣传的是新古典和产权理论。希望你的

工作能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新的方向。 
 
（叶伟强记录整理，陈平补充校对） 
 
[注] “最后通牒”实验是给供求双方现金奖励的谈判实验。例如，每次的奖金为

100元。出价的甲方提出给乙方 1-99元。接受方只有接受和拒绝两个选择。
接受时双方分享该奖金，拒绝时双方都没有收益。按理性假设，乙方可接受

1-99元之间的任何提议。实际上，多数文化接近中位数。这说明社会理性不
仅追求个人效用，同时也关心分配公平。 


